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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机制改革及其对
中国的启示
尹希刚1,2，邢国攀2*，王金平3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模式进行了新一轮调整。梳理了美国国家

实验室历次评估发现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了战略规划、合同、评估以及预算4个方面的治理问

题，从明确战略定位与聚焦核心使命、重塑联邦资助研发组织模式（FFRDC模式）以及变革治

理模式和保持变革活力3个方面归纳了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改革对策，并结合中国国家实验室

建设运行实践，提出了确立国家实验室相应的法人地位、加强对国家实验室的支持力度、优

化国家实验室治理架构、加强国家实验室战略规划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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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实验室始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的“曼哈顿工程”[1]，统一由美国能源部管理，是全球

最大的科研系统之一。目前，美国能源部拥有 17
个国家实验室，2018年从美国能源部获得的总经

费达 117亿美元[2]。70多年来，美国国家实验室发

现了 17种化学元素，有 60多名学者获得诺贝尔

奖[3]。国家使命、巨大体量和杰出科学成就奠定了

美国国家实验室在美国创新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地

位，其发展过程、体制机制、运营经验等受到众多学

者关注[4-9]。例如，周岱等[10]系统阐释了美国国家实

验室的目标使命、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指出

美国国家实验室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先进治理

经验，为中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文少保等[11]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分析美国国家

实验室与其代管大学之间的契约设计，并从规制、

评估、决策、选择、激励和约束6方面对美国国家实

验室的治理机制选择做深入分析。杨连生等[12]指

出美国大学代管的国家实验室在外部治理结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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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管理模式之间形成了最优契约设计，有力支持

了美国对跨学科研究的创新诉求。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美国国

家战略转型，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问题日益严重。

例如，2004年，由于涉密信息处置不当和激光器事

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被关闭 7个月，损失

3.7亿美元 [13]。随着一系列负面事件曝光，2014年

美国国会“综合拨款法”第 319节（第 113-76号法

案）设立美国国家能源实验室效率审查委员会，强

化了对美国国家实验室的评估，由此发现美国国家

实验室更深层次治理问题，推动了美国国家实验室

治理结构新一轮调整。中国学者对此已有一些研

究，例如，黄振羽等 [14-15]发现美国大学和国家实验

室存在激励结构冲突，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模式正

由一体化模式向混合治理模式转变。肖小溪等[16]

指出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架构不合理、管理官僚

化。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揭示美国国家实验室诸多

治理问题的根源，也没有为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避

免出现类似问题而给出系统解决对策。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问

题及其制度再调整缺乏必要的重视与探讨。本文

以美国国家实验室历次评估发现的治理问题及对

策为出发点，进行问题归类和对策分析，最后结合

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运行实践给出相应的建议，以

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

1 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的主要问题

过去 20年，美国对其国家实验室系统已开展

了大量评估工作。许多评估是由热点问题引发的，

如任务执行、安全漏洞和预算等方面暴露的问题，

虽然评估范围或重点不同，但都与美国国家实验室

的使命范围、发展定位和监管效率等核心治理问题

有关[17-19]。

1.1 缺乏战略规划

1995年盖尔文（Galvin）报告和 2013年美国国

家公共行政学院（NAPA）的报告相隔近20年，两者

的评估重点不尽相同，但是都发现美国国家实验室

管理缺乏战略性、系统性方法，影响了科技资源配

置和任务执行效率 [20-21]。美国国家实验室被当作

数百个独立运营的项目来管理，失去了作为一个综

合机构的协调机能[1]。

受美国国家战略转型和整体预算环境影响，美

国国家实验室各层级的预算不足以满足其科研设

施运维需求，从而恶化了整个实验室系统基础设施

状况[3]。由于缺乏有效的战略规划，美国能源部无

力削减过剩的基础设施，或终止既无特色又无实质

性贡献的科研项目，致使美国国家实验室在有效降

低运行成本和释放研究经费方面面临更加复杂的

挑战。鉴于当前的预算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

能会持续下去，为有效运营美国国家实验室基础科

研设施，美国能源部需要探索包括第三方融资在内

的其他融资渠道。美国国家实验室系统从其他渠

道获取的研究经费往往超过主管办公室的经费支

持，从而偏离了美国国家实验室联邦资助研发组织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FRDC）模式，例如，桑迪亚国家实验室仅从其管

理办公室（NNSA）收到55％的经费，而西北太平洋

国家实验室从美国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以外渠道获

得约 80％的经费 [1]。美国能源部主管办公室对美

国国家实验室出资占比过低，对其他资方的长期需

求考虑不足，导致其他资方对美国国家实验室主管

办公室的管理介入满意度较低[3]。

虽然偏离FFRDC模式可能不符合美国能源部

对国家实验室的战略定位，但此类工作确实满足了

更广泛的社会需求。美国国家实验室运营着一系

列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大型科学装置，促进了多学

科领域的交叉创新，有效支撑了其他联邦机构的职

能，相关领域包括模拟建模、核不扩散和减轻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威胁、核材料和核设施物理防护、核

法证学、能源效率、广域监视技术等。总体而言，其

他美国联邦机构对美国国家实验室相关工作非常

满意。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战略规划和使命导

向，美国国家实验室科研布局试图涵盖所有科技领

域，而偏离FFRDC模式的科研任务本身不可能发

展成为美国国家实验室新的核心使命，因此所付出

的代价是对本身核心使命的疏忽以及与其他研究

实体的任务重叠和相互竞争[20]。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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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企业界的研发能力已经大幅度增强，完全有

能力以较低成本完成美国国家实验室相当部分的

科研工作[2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家实验室科研

领域的无序扩张将直接违反国家实验室设立的初

衷——为政府提供市场无法有效供给的研发服务，

不利于美国国家实验室聚焦核心使命，也给美国国

家实验室招来沉重的监管压力。

1.2 合同负担繁重

任务合同（M&O合同）是建立和规范国家实验

室运行的主要文件，也是其沉重监管负担的来源。

在繁重的合同束缚下，许多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治理

模式向微观管理和交易性监管演化。美国能源部

不再是结果导向的宏观管理者，而是直接干预美国

国家实验室内部治理，给美国国家实验室各管理层

级权责分配制造了混乱。在交易性监管模式下，各

级业务部门对合同条款的解读趋于保守，过度追求

合规，对美国国家实验室运行效率带来消极影响。

繁重的合同条款具有指定性、固化性、官僚性

和溢出性四大特征。日渐增多的指定性条款背离

了结果导向的宏观治理原则，直接指定实验室业务

细节，降低了实验室科研管理的灵活性。合同条款

的固化导致过时的合同条款不能及时予以修订或

废止，增加了实验室运行潜在风险，导致国家实验

室绩效难以改善。据美国能源部统计，在 87项美

国国家实验室合同条款中，有 60项在 2012—2015
年的4年中未被重新修订过，有些条款甚至追溯至

1992年 [3]。官僚性条款给国家实验室许多业务设

置了繁琐的审批程序，在相关业务领域造成了决策

延误，也表明美国国家实验室各管理层级缺乏清晰

的权责界限。溢出性条款将适用于国家实验室核

设施运营的条款扩大到非核领域，给后者的运行带

来沉重负担。溢出性条款的根源在于对相关条款

适用范围缺乏深入理解，没有落实基于风险评估的

分级实施办法。

1.3 评估过程有待改进

评估是降低运营风险、提高管理效率、保证业

务合规的重要实验室治理手段。为应对公众和国

会要求提高政府效率，解决国家实验室特有的安全

和保障问题的巨大压力，避免国会对国家实验室系

统进行全面审查和预算削减，美国能源部加大了对

国家实验室的监管力度[1]，导致部分实验室经受了

繁重的评估负担，有的实验室年度评估总数达到

300多个[3]。由于实验室内部和外部评估之间缺乏

协调，出现了重复评估和评估结果相互矛盾的问

题。一些外部评估没有做好背景调查，不清楚评估

范围和实验室近期评估情况，给实验室的评估准备

工作带来了不便，浪费了实验室资源。例如，2014
年企业评估办公室（EA）对爱达荷国家实验室的安

全与防护评估花费了实验室130万美元，只是验证

了先前评估的调查结果[3]。

由于实验室必须应对评估过程中提出的各种

数据请求，评估周期越长，给实验室造成的负担越

重。有的评估甚至持续1年以上，在评估结果发布

时，实验室可能已经解决了评估发现的问题。由于

国家实验室系统对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数据请求缺

乏系统级的管控设计，没有建立统一的数据请求联

络点，使得未经筛选的数据请求直接到达实验室，

其中许多数据请求是重复和不必要的，因此耗费了

实验室人员大量时间。

1.4 预算碎片化

预算碎片化表现为实验室经费被分解为大量

小科目，科目之间经费流动困难，从而给实验室科

研合作和人才招聘造成不利影响，也给实验室业务

运行带来不必要的交易成本。预算碎片化的原因

是复杂的。美国国家实验室机构碎片化和“项目

化”趋势、微观管理体制、收紧的预算法案和过多的

任务节点，都加重了预算碎片化问题。由于各实验

室的预算碎片化程度不尽相同，目前尚未见到统一

的预算改革方案。

美国国家实验室各管理层级在预算分配和拨

付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首先，美国国会从

2012年起对能源部经费的控制已经细化到计划、

项目和活动（PPA）水平，使得预算科目从30项急剧

扩大到 300 项。其次，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MB）对美国国会经费政策的解读直接影响着实

验室层面的预算合规性。该机构为一些主要计划

按季度拨付经费，给美国国家实验室科研活动造成

了额外的交易成本。第三，美国能源部不同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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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之间预算分解模式和报告要求存在巨大差

异。有的管理办公室给实验室较大自主权，有的则

施加繁重控制。第四，从美国国家实验室层面看，

项目管理者往往采取减小经费增量和增加任务节

点的手段来“强化”项目管理。一线科研人员往往

需要拼凑不同来源的经费以支撑科研任务。

2 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的对策

2.1 明确战略定位，聚焦核心使命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研工作具有鲜明的任务

导向，因此美国国家实验室必须与政府管理部门维

持长期密切关系，聚焦国家赋予的使命任务，长期

保持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明确

国家实验室的战略定位，必须清晰界定美国国家实

验室与企业、大学等其他科研实体的科研分工。大

学创新优势在于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关注以教师

个人或小组为研究主体开展的小规模研究。在研

究工作早期阶段，大学往往比其他创新主体发挥更

大作用。企业研发活动遵循市场导向，研发重点通

常放在短期解决方案或技术集成创新上，因此处于

科技创新链下游。美国国家实验室擅长解决大规

模长期复杂的跨学科问题，整合了基础研究、技术

开发和项目示范，重点在于将基础科学转化为技术

创新，在创新链分工中处于中游。因此，美国国家

实验室是聚合政府、大学、企业等科技创新力量的

关键枢纽，是促进整个科技创新链高效产出的关键

节点。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核心使命在于国家安全、能

源和环境科学技术以及支撑这些使命的基础科学

领域[17]。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优势源于其在长

期致力于攻克重大科技挑战过程中发展和汇聚的

技术专长。由于新的研究领域本身不可能发展成

为美国国家实验室新的使命，也就不应该成为偏离

国家实验室核心使命的“许可证”。美国能源部和

实验室应共同努力发挥国家实验室的核心优势，确

保更大的战略聚焦。

战略规划是明确实验室长期愿景、确保实现战

略聚焦的有效手段。美国能源部现已通过组织“创

意峰会”的形式，为美国能源部总部和国家实验室

的高层领导搭建了新的交流合作平台，提升了实验

室对战略规划活动的参与度，产生了一系列重要主

题的系统级战略规划[3]，促进了整个美国国家实验

室系统的战略规划和创新协作。通过参与“创意峰

会”，美国国家实验室为美国能源问题提出了早期

的、潜在的大规模解决方案，促进了跨实验室、跨学

科的协作团队发展，并为美国发起重大创新计划提

供了思想库、任务库。

2.2 重塑FFRDC模型，变革治理模式

美国国家实验室历次重要评估表明国家实验

室已经偏离了FFRDC模式，而回归FFRDC模式必

然要求政府管理部门与国家实验室一起重建信任

关系。美国国会、能源部等监管机构和美国国家实

验室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其对美国国家实验

室业务活动进行微观管理和交易性监管。作为美

国国家实验室的资助方和管理者，美国能源部必须

信任、依靠和重视美国国家实验室，在对美国国家

实验室核心使命的高度共识基础上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在政府预算允许情况下，为实验室争取更多

研究经费和政策支持，为实验室治理回归 FFRDC
模式提供可靠保障。美国国家实验室作为政府的

战略顾问和值得长期信赖的经纪人，应该对美国政

府主管部门保持充分透明，通过与美国政府主管部

门紧密合作，为美国政府提供市场无法有效供给的

研发服务，高效完成美国政府主管部门为其设定的

使命任务。

回归FFRDC模式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回归结果

导向的宏观管理者角色。针对个别美国国家实验

室绩效问题，美国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为该实验室设

立更多任务审查节点，直至其工作绩效得到改善。

美国能源部和国家实验室之间的任务共识可以通

过共同制定年度运营计划实现。年度运营计划代

表了美国能源部与国家实验室就年度主要活动达

成的高层协议。在明确实验室年度主要活动的性

质和范围、目标和节点，并保证透明度和问责制的

基础上，主管部门应赋予美国国家实验室充分的自

主权来实施年度运营计划。

回归FFRDC模式要求能源部规范实验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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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订约过程。新合同条款需要实验室一线专家

的充分论证，并进行损益分析和风险评估。在合同

条款实施时，实验室各级管理者应共同解读合同条

款，避免因保守解读和过度合规给实验室带来不利

影响，并根据合同条款相关性分析，及时清除指定

性、固化性、官僚性和溢出性合同条款，减轻实验室

合同负担。

2.3 保持变革活力

过去 20年，美国国家实验室之所以历经多轮

评估，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美国国家实验室的

重要问题，有以下 3个原因。首先，美国国家实验

室的改革往往是零碎的，改革范围局限于个别职能

领域或实验室，没有聚焦于美国国家实验室体系面

临的战略挑战。其次，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改革没有

形成合力。改革措施的落地需要各级领导在高度

共识基础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并需要美国国家实

验室一线专家的充分参与。第三，改革建议的制度

化进程滞后，没有常设机构持续推进改革措施。随

着美国能源部领导的更迭，改革进程存在“改旗易

帜”的风险。

为推进美国国家实验室持续变革，应建立一个

常设督查机构跟踪评估建议执行情况，定期向美国

国会、能源部和国家实验室报告改革进展，帮助实

验室形成持续改进良性循环。为保证该督查机构

的有效性和独立性，其规模不宜过大，宜由美国国

会、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学术界和企业界资深人士

组成，并且可以交由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组织，

或者隶属于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

（PCAST）[3]。

3 对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启示

治理问题在中国和美国国家实验室之间是有

共性的。例如，缺少国家层面对国家实验室的战略

指导困扰着中国几个试点国家实验室的发展，导致

各实验室多年来在“摸索中前进”[23]。目前，北京分

子科学等 6个处于筹建状态的国家实验室已经转

为国家研究中心，而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

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作为唯一

一个试点中的国家实验室，亟需在重大科学工程和

制度环境建设方面争取国家支持。与此同时，美国

国家实验室已经走过 70多年的辉煌历史，历经孕

育、雏形、发展、成熟乃至变革再造等阶段[7]，其治理

对策首先强调了对美国国家实验室战略定位和核

心使命的再认识，以此破解缺乏战略规划带来的使

命偏离、协调机能丧失等问题；通过重塑基于信任

的合作伙伴关系，回归结果导向的宏观管理模式，

破解合同和评估负担过重、预算碎片化等治理问

题；通过常设督查机构，保持变革活力，持续推动各

项改革措施落地。这些举措为深入理解国家实验

室制度打开了一扇窗口，为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

室后发优势提供以下4方面启示。

1）确立国家实验室相应的法人地位。中国国

家实验室与美国国家实验室最主要的不同是美国

国家实验室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由一个政府部门

负责宏观管理，已经形成权责相对清晰的 FFRDC
模式；而中国国家实验室尚不具备相应的法人地

位，因此不能以合适身份与国家主管部门建立密切

的工作关系。确立国家实验室相应的法人地位，有

利于国家实验室充分参与国家科技决策，进而根据

国家重大研发需求，清晰界定自身任务使命，优化

科研布局；有利于国家实验室突破体制束缚，实现

跨部门、跨地区的深度整合全国优势科研力量；有

利于减轻由于法人身份给国家实验室造成的行政

考核负担，专注于核心任务领域的科技研发。

2）加强对国家实验室的支持力度。国家实验

室位于国家科技创新链的中游，其体制优势在于依

托大科学平台开展大规模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攻

关。只有长期保持必要的经费支持强度，才能充分

发挥国家实验室的体制优势，切实发挥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支撑引领作用。现有国家实验室有的采

取“部-省-市”三方共建模式，有的依托中国科学

院或大学而建。正如美国国家实验由于多源资助

引发的问题，如果国家主管部门经费资助占比太

低，势必造成管理权与经费资助脱节，不利于国家

实验室聚焦国家战略任务。因此，应加大中央财政

对国家实验室的全方位支持，保障其运行资金和研

究经费稳定可靠。与国家实验室核心使命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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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国家科技任务，由国家直接委托国家实验室组

织和承担，不再重复安排。国家实验室全职科研人

员不再牵头申请各类竞争性科研经费，保障国家实

验室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

究和技术创新。

3）优化国家实验室治理架构。中国国家实验

室已经普遍实行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和主任委员会

组成的“三会”治理架构，三者的职能定位已有不少

学者予以阐述 [24-27]。从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体制

改革成效看，有必要建立一个超脱于国家实验室主

管部门和“三会”治理架构的监事会，统一负责所有

国家实验室的评估和改革，为国家实验室持续优化

体制机制、长期保持创新活力提供组织和制度保

证。为使国家实验室监事会更好地发挥监事职能，

应在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中明确其在实验室治理

架构中的独立平行地位和监事职能，保持其独立性

和权威性[28]。通过整合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管力

量，构建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和监事会

既各司其能又相互协调的治理架构，形成决策科

学、执行有力、运转顺畅、监管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

实验室治理模式。

为减少重复评估，减轻实验室评估负担，国家

实验室监事会应建立覆盖所有国家实验室的统一

的运营方保证体系（CAS）[3]，建立基于绩效的监管

模式，推动国家实验室所有评估方最大程度利用实

验室内部评估数据；应加强对国家实验室系统内部

和外部数据请求的系统级管控，为国家实验室利益

相关方建立数据请求的单一控制点，避免未经筛选

的数据请求直接到达实验室，减少重复和不必要的

数据请求及其导致的时间耗费。

4）加强国家实验室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是国

家实验室明确战略定位、聚焦核心使命、变革治理

模式的有效抓手。在战略规划指导下，国家实验室

与其主管部门就重大项目计划、人员招聘、基础设

施建设、对外交流合作等重要活动达成共识，形成

年度运营计划，进一步夯实主管部门和国家实验室

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家实验室业务活动符合年

度运营计划和法律规定情况下，国家实验室主管部

门应充分赋予实验室执行年度运营计划的灵活性，

进而实现治理模式变革。

4 结论

美国国家实验室长期在美国科学界发挥着核

心作用，其治理模式和运行效率一直是学界关注的

核心议题。随着国家实验室运行环境不断发生变

化，国家实验室逐渐暴露出缺乏战略规划、合同负

担繁重、重复评估和预算碎片化等深层次治理问

题。上述诸多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明确美国国家

实验室的战略定位。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科研工作

具有鲜明的任务导向，在创新链分工中处于中游，

是基础科学向技术创新转化的关键节点。美国国

家实验室的战略定位和核心使命的实现有赖于重

建国家实验室与其主管部门之间的长期信任关

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实验室治理模式才得以回归

结果导向的宏观管理模式，从而避免微观管理和交

易性监管，并通过规范国家实验室任务合同的订约

过程，避免因保守解读和过度合规给实验室带来不

利影响。为推动国家实验室改革建议的制度化进

程，需要建立一个常设督查机构跟踪评估建议的执

行情况，定期向国会、能源部和国家实验室报告改

革进展，帮助实验室形成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对美国国家实验室治理问题及其对策的梳理

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家实验室制度优势，为构建更加

高效和更富弹性的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治理模式

提供启示。

1）国家实验室相应法人地位的确立有利于国

家实验室充分参与国家科技决策，明确和聚焦自身

任务使命，优化科研布局；有利于国家实验室突破

体制束缚，实现跨部门、跨地区深度整合全国优势

科研力量；有利于减轻由于法人身份给国家实验室

造成的行政考核负担，从而专注于核心科技研发。

2）长期保持必要的经费支持强度，是充分发

挥国家实验室制度优势、保障国家实验室围绕国家

战略需求持续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的必要条件，因此应加大中央财政对国家实验室的

全方位支持，保障其运行资金和研究经费稳定可

靠，确保国家实验室聚焦国家战略任务，持续开展

20



科技导报2019，37（24） www.kjdb.org

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3）为推动国家实验室持续优化体制机制，长

期保持创新活力，有必要建立一个超脱于国家实验

室主管部门和“三会”治理架构的监事会，统一负责

所有国家实验室的评估和改革，进而构建理事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和监事会既各司其能又相

互协调的治理架构，形成决策科学、执行有力、运转

顺畅、监管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治理模式。

4）为清晰界定国家实验室战略定位，聚焦核

心使命，变革治理模式，应强化相关主管部门对国

家实验室战略规划工作的指导力度，夯实主管部门

和国家实验室的合作基础，增强实验室运营管理的

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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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US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Abstract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governance pattern of the US national laboratories experienced a new round of adjustmen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problem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identified in the reviews of the US national laboratory, highlighting the
governance issues in the strategic planning, the contracts, the assessments, and the budgets. Furthermore, the reform measures
are summarized as defining the role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cusing on the core mission, restoring the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FRDC) model and ensuring a lasting change. Last but not least, based on the operational practice of
China's national laboratories,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laboratory as authorizing national
laboratories with an appropriate legal person status,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for national laboratories,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national laboratories.
KeywordsKeywords national laboratories; governance model; management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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